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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点提示 
    腐败程度低有利于促进固定资本投资，也有利于促进研发投资，而经济体反腐败努力程度的
提高还有利于促进其总资本生成额的提高。 
    腐败程度低不仅有利于减少收入不平等，还有利于促进社会对健康支出的投入及人力资本的
积累。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默顿·索洛在 1957 年提出全要素生产率分析方法，并运用
美国 1909至 1949年的数据对经济增长的源泉和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发现资本和劳动的投入只能
解释 12.5%左右的产出，另外 87.5%的产出无法用资本和劳动的投入来解释。索洛用外生的（即
不是由经济过程本身决定的）技术进步对这部分产出“余数”做了说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重点领域。
一个社会的腐败程度与信任形式及道德规范相关，而信任形式及道德规范在社会资本中形成，并

塑造社会认同（文化）的评价形式。腐败本身也受社会规范的影响，因此社会资本对腐败均衡的

形成和演化至关重要。腐败个体在信任和合作的基础上形成腐败网络，腐败网络使社会资本在特

定的少数人手中集中，腐败行为“嵌入”社会结构中，造成社会资本的再创造转向了封闭，扩大

了社会成员间政治与经济的不平等。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的一份报告称，贿赂每年会给全球经济造成 1.5万亿美元至 2万亿美
元的损失，约占全球 GDP的 2%。腐败直接导致低增长和收入差距加大，而贿赂只是腐败的一种
形式，所以腐败给全球经济和社会造成的损失可能远不止这么多。 
    但目前关于腐败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在研究中还没有统一的定论，一些研究认为腐败可能
起到了“车轮润滑剂”的作用，提高了市场效率并促进了经济增长；而“腐败有害论”认为腐败

加大了社会成本，导致经济的无效率，危害长期经济增长，因此必须通过打击腐败来支持经济增

长。我们选取 1996年至 2014年 148个经济体的相关面板数据，实证检验腐败对经济增长和社会
发展的影响，结果有以下三点。 
    第一，“腐败有害论”。实证分析结果支持“腐败有害论”，反腐败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腐
败对经济增长有着直接影响，经济体腐败程度高将导致较低的经济增长，而经济体反腐败努力程

度的提高则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因此最腐败的经济体通过反腐败会获得最高的收益。腐败除了

对经济增长有直接影响外，还通过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和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给经济增长带

来间接影响。腐败程度低有利于促进固定资本投资，也有利于促进研发投资，而经济体反腐败努

力程度的提高还有利于促进其总资本生成额的提高。 
    第二，社会公平。腐败会对社会公平产生不利影响。腐败会直接减少政府的公共投资，从而
降低公共支出的效率，政府对基础设施和其他公共服务的投入也会因此减少。腐败还会对社会公

平产生影响，会显著扭曲政府的再分配职能。腐败的“收入分配效应”使得与政府官员联系紧密

的高收入阶层容易通过腐败享有更多的收益，使居民间的收入不平等进一步恶化。腐败程度低不

仅有利于减少收入不平等，而且还有利于阻止社会资源向高收入人群聚集，有利于促进社会对健

康支出的投入及人力资本的积累。 
    第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反腐败有利于帮助发展中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从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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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发展来看，很多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就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从社会层

面来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大都没有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权力作为要素流入市

场造成不公平竞争。高速增长启动后，社会各方面的变革包括城市化的扩展、收入差距的扩大、

腐败的蔓延等也随之而来，“中等收入陷阱”日益成为束缚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大瓶颈。 
    各种腐败现象无不源于法律缺少对权力的规范和约束。因此，要保证权力者始终沿着公正、
公平的轨道正常使用权力，就必须完善法律制度建设，推进腐败治理，以法治方式规范权力、约

束权力和监督权力。早期的一些在特定时期采取高强度方式集中处理腐败案件的“运动式反腐”

策略，虽然具有威慑力，但其反腐效果却非常有限，难以根除腐败。反腐败斗争是一项长期的、

持久的斗争，不是一时的功利性行为，其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对腐败进行治理

不仅要打攻坚战，而且还要打持久战。 
    腐败是现代化过程中普遍出现的现象，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它是国家制度化程度低所造成
的。但腐败并不仅仅是国家政治制度化程度低的表现，腐败问题实质上与更广泛的制度或结构有

关。腐败行为嵌入市场、国家、社会等整个网络中，因此它既是政治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反腐

制度与政策的设计需要考虑腐败的社会性基础。当前，反腐败已经远远超出优化公共行政、完善

市场机制或实现有效治理的范围，它要求的是建立全面反腐败的制度体系以建立普及全社会的

“廉洁均衡”。腐败治理的成效有赖于广泛的社会共识，没有公众的广泛参与就没有有效的腐败

治理，只有国家的公民对腐败承担起道德责任，才能有效地遏制腐败。 
    在政府掌握着部分稀缺资源的分配和处置权情况下，会促使逐利取向的个人转向通过非制度
化的“关系”获得政治经济特权，通过与政府官员的私人“关系”影响政策的执行，甚至是干预

政策制定。因此，需要从消除腐败网络建立的基础和切断腐败网络建立的过程入手，寻找惩治和

防治腐败网络化的新途径。现代社会要求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过程，反腐败的制度设计不能缺失

公众参与这一环节。要扩展公民参与反腐败的渠道和形式，提高对公民监督行为的回应力，并给

予公民有效、有力的保障，从而形成全社会共治的反腐败局面。（作者著有《腐败问题逆红利研

究》一书） 


